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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作为社会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已经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与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人工智能的

不断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组织层面，已有研究探讨AI技
术的应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但是基于个人层面，对员工的影响研究较少。为研究AI接受度对员工心理

状态的影响机制，本文构建了双刃剑效应框架，以224位企业员工为调查对象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 
AI技术接受程度对员工工作繁荣感具有正向影响，对员工工作倦怠感具有负向影响；(2) 挑战感知和阻

碍感知对AI技术接受程度对员工工作繁荣感和工作倦怠影响的中介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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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roduct of so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come a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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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force for a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pro-
gress and people’s happy life.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there have been studies on the impact of 
the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but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impact on employees.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AI acceptance on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state, a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framework was constructed, and 224 
employees were survey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acceptance of AI technology had a posi-
tive impact on employees’ sense of job prosperity, and a negative impact on employees’ sense of job 
burnout;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hallenge perception and obstacle perception on the acceptance 
degree of AI technology on employees’ sense of job prosperity and job burnout is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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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组织管理实践中，越来越多的组织引入智能技术(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根据《中国新一代人工

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报告 2024》显示，我国引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企业数量已经超过 4000
家。AI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是促进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和战略性技术。随着 AI 在组织中的嵌入，

当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正从以人为核心资源和组织元素[1]，向以 AI 为代表的智能技术与人共存的管理战

略演变[2] [3]。考虑到 AI 在组织中的应用及影响不断增长[4]，有必要探索人与 AI 共存视角下员工的工

作状态是否以及如何发生变化。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为发展缓慢的全球经济提供了新的动力，提升了全球 GDP 的增长速度[5]。在

组织层面，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够简化工作流程，提高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质量，对企业的发展具有积极影

响[6]-[8]。在个人层面，从积极的角度来看 AI 技术的使用给员工带来了更大的便利，使得工作场景在时

空上的广度和宽度得到了无限的延伸[9]，促进了组织内外的交流合作。但是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在 AI 全
天候，高频率互动和不透明的背景下，降低了员工的工作自主权，从而产生一定的抵抗心理[10]，并且人

工智能的应用会对员工的替代能力增强，进而导致员工不安全感，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11]-[13]。因此

研究 AI 接受度，理清 AI 对于员工的影响，有助于推动 AI 技术的广泛应用、提升其社会影响力及促进技

术的持续改进。基于以往的研究，AI 应用对于员工心理的影响结论和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发掘，以往的

研究多注重于资源，认知和情感等单一结果变量的影响路径[14] [15]。由于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

可塑性，本文基于技术接受理论，探究 AI 接受度对于员工心理状态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丰富了 AI
应用对于员工心理结果变量的研究。 

总的来看，AI 引入工作场景对于员工个人心理状态影响机制还不足，特别是同时关注对员工积极效

应和消极效应的研究模式，本研究构建了对于员工心理状态影响的双刃剑模型。目前，关于 AI 如何影响

员工心理状态的因素和边界机制研究较少。本研究将考察员工 AI 技术接受程度对员工工作繁荣感和工作

倦怠感的影响，并讨论挑战感知和阻碍感知的中介作用。采用了综合视角，将 AI 对员工的消极与积极影

响一起讨论，不仅可以拓展技术接受模型的应用场景，也能进一步验证在 AI 应用场景下，如何调动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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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积极状态，降低员工的消极状态，这对组织提升 AI 技术应用率，获得领先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2. 理论基础与假设研究 

2.1. 技术接受模型 

对于人工智能使用意图的模型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接受模型，技术–组织–环境框架，技术统一接

受使用理论。其中，技术接受模型最早由 Davis 根据理性行为理论提出[16]，技术接受模型认为，个体使

用信息系统的行为是由其行为意向所驱动的。这一行为意向则是由个体对使用系统的态度以及感知到的

信息系统有用性共同决定的。态度体现了个体对使用系统的喜好程度，这一喜好又由感知有用性和感知

易用性两个因素所塑造。具体而言，感知有用性是指个体认为使用某一特定应用系统能够提升其工作绩

效的程度。而感知易用性则是指个体期望使用该系统的难易程度。当技术被感知为越有用且使用越方便

时，个体对采用该技术的态度和行为意向就会越明确，从而增加其采用该技术的可能性。 

2.2. AI 技术接受度对员工工作繁荣感的影响 

本研究将员工在工作场所中所感知到的积极情绪定义为工作繁荣。Spreitzer 将工作繁荣感定义为个

体能在工作中体验到活力和学习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17]。工作繁荣感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可以帮助个体

适应工作环境，在工作中促进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当员工工作繁荣感较高时，则更有可能提高在工作中

的创新表现，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18] [19]。在以往的研究中，AI 技术的采纳会带来不同后果，从积极

的方面来看，AI 技术的应用会使员工在工作中感到幸福感[20]，产生更高的工作绩效；基于 Qiu 等的研

究，发现当员工与拟人化 AI 的沟通可以在工作场所中创造出良好的人机合作氛围，满足员工的工作需求

和情绪需求，有助于提升员工的积极情绪[21]。 
基于 TAM 和国外研究结果表明，当员工认为人工智能有用、易用，并且技能和知识发展支持它时，

他们更有可能打算使用它[22]。因此我们假设当员工认为 AI 技术有用且易用时，他们更有可能在工作中

体验到高成功感和高成就感，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繁荣感，因此，提出假设： 
H1：员工 AI 技术接受程度正向影响员工工作繁荣感。 

2.3. AI 技术接受度对员工工作倦怠感的影响 

相反，本研究将员工在工作场所中所感知到的消极情绪定义为工作倦怠感。 
工作倦怠感是对工作压力的另一种心理反应；主要表现在情绪疲惫，人格解体和个人无效感三个维

度[23]。产生工作倦怠感的员工在工作中会表现出消极的状态，并产生低成就感[24]。也有研究指出 AI 技
术的采纳会使得员工感受到 AI 焦虑[25]。同时，工作场所中 AI 的快速扩展一方面威胁到员工个人的发

展，另一方面对员工的替代能力增强，这使得员工感受到自己被低估和受到忽视，工作获得感低下[14]，
并且由于 AI 的替代能力增强，员工也会感受到不安，紧张等消极情绪[13]，进一步对未来产生担忧和焦

虑[26]。这些负面状态不仅影响了员工在工作中的生产效率，并且降低了员工在工作中获得资源来应对这

些压力源的能力，导致情绪耗竭。 
基于 TAM，当员工对某项特定技术接受程度低时，则会使员工在工作中因为技术难题或者不确定性

产生不安的焦虑情绪，进而对员工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提出假设： 
H2：员工 AI 技术接受程度负向影响员工工作倦怠感。 

2.4. 挑战–阻碍压力的中介作用 

根据压力认知评价理论，个体在面对压力源时，会依据自身经历、认知等因素对压力源进行评估[27] 
[28]。对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的不同感知会带来不同的反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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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性压力被认为是个体自认能够克服，对其工作绩效及个人成长具有促进作用的压力[39]。在人工

智能应用的背景下，挑战性压力与工作绩效和创新能力成正向关系[30]。以往研究验证，当员工将人工智

能视为挑战性压力源时，在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威胁时，更有可能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并通过增加

工作参与度使自己更有效率[31]。同时也有研究验证，挑战性压力源会增加个体的工作幸福感，促进学习

动机，提升创造力和创新行为[32]。当个体认为当前的压力将在日后为其带来积极成果，比如技能的提升、

职位的升迁、或是奖金的增长，并且对自身的能力和可用资源充满自信，相信自己能够克服难关时，就

会对压力源做出挑战评估。当人工智能引入工作场景中，基于 Schepman 和 Rodway 的研究发现，在日常

生活中，拥有更积极的数字态度的员工对数字技术更感兴趣，他们认为数字技术在生活和工作中会起到

更为积极的作用[33]。因此，当员工对 AI 接受度较高时，会认为与 AI 协作是一种能够促进个人发展的

重要过程，进而把 AI 视为挑战性压力源，在工作中获得高成就感和幸福感。因此我们预测挑战性压力会

使得员工将 AI 视为学习的重要机会，产生工作繁荣感的可能性提升。 
相反，阻碍性压力则是指对个体的工作目标实现和职业生涯发展具有阻碍作用的压力[29]。当做出阻

碍型评估时，个体通常承受着较大的压力，并认为自身较难克服当前的困难。带来的紧张和焦虑感往往

会使个体缺乏工作精力，降低工作投入[34]，从而带来消极的回避式应对。因此阻碍型评估往往会诱发个

体逃避导向的应对倾向。以往研究证明，阻碍性压力对个体的工作幸福感和创造力有显著负向影响[32]。
在人工智能应用的背景下，将 AI 视为阻碍性压力源的员工会产生恐惧，不安等消极情绪进而导致绩效水

平下降。基于 Schepman 和 Rodway 的研究发现，拥有消极数字态度的员工对数字技术难以信任[33]。当

员工 AI 接受度较低时，则会认为与 AI 共同工作对自己的工作角色产生威胁，进而将 AI 视为阻碍性压

力源，在工作中获得紧张，不安等消极情绪。因此我们预测阻碍性压力会使得员工将 AI 视为阻碍和威胁，

产生工作倦怠感的可能性提升。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 3：挑战感知在 AI 技术接受程度和工作繁荣感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 4：阻碍感知在 AI 技术接受程度和工作倦怠感间起中介作用。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图 1. 假设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次问卷的发放采用两轮次的形式，两轮问卷发放时间间隔 2 个月，发送给参与者。为了保证问卷

数据的有效性，问卷对象的选取为杭州，湖州，宁波等地，所选企业所属行业包括新能源，智慧交通，新

材料，工厂等。首先，与公司运营负责人进行联系，将问卷发放到公司内部，员工自愿填写。本次问卷共

收集问卷 253 份，经过回收与整理，其中有效数据为 224 份，问卷有效率为 88.53%。其中男性占 40.6%，

女性占比 59.4%。年龄方面，25 岁及以下 40 人，占比 17.9%；26~30 岁共 67 人，占比 29.9%；31 岁~35
岁共 54 人，占比 24.1%；36~40 岁及以上共 32 人，占比 14.3%，41 岁及以上共 31 人，占比 13.8%。学

历方面，本科及以下共 81 人，占比 36.2%；硕士共 82 人，占比 36.6%；硕士以上 61 人，占比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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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工具 

本文所采用的问卷内容主要包括技术接受程度，挑战–阻碍压力感知，工作繁荣感和工作懈怠感等

4 个部分。其中，技术接受程度采用的是 Viswanath Venkatesh 等的量表[35]，在 AI 技术应用的情境下对

原有成熟量表进行修订，包括 AI 技术感知有用性(PU)，AI 技术感知易性(PEOU)，共 8 个条目；工作繁

荣感测量(JPF)来自 PORATH C 等[36]，测量内容为活力维度，共 6 个条目，在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924。工作懈怠感(SPF)测量使用的是马氏倦怠感通用量表(MBI-GS)，测量内容为情绪衰竭维度，

共 9 个条目，在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943；挑战/阻碍感知的测量使用的是 LePine 等的量

表[28]，共 8 个条目，在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705；本问卷所测题目均采用李克特 7 点量

表计分。 

4. 数据分析 

4.1. 共同方法检验偏差 

本文对收集的数据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研究模型见图 1，未旋转的探

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提取出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 5 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25.121% (小于 40%)，故

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4.2. 区分效度分析 

采用 AMOS 26.0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变量间的区分效度，对模型进行检验，X²/df < 3，RMSEA 
< 0.08，CFI > 0.9，TLI > 0.9，NFI > 0.9，其他指标也接近判别标准。此外，因子荷载均高于 0.50 且 p < 
0.01，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能够较好地测量构念。 

4.3. 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 27.0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相关性结果见表 1，在挑战路径中，AI 技
术接受程度对挑战感知和工作繁荣感显著正相关(r = 0.516, p < 0.01; r = 0.540, p < 0.01)，AI 素养对挑战感知

显著正相关(r = 0.443, p < 0.01)；在阻碍路径中，AI 技术接受程度对阻碍感知和工作懈怠感显著负相关(r = 
−0.132, p < 0.05; r = −0.265, p < 0.01)，此外 AI 素养对 AI 技术接受程度正向影响显著(r = 0.544, p < 0.01)。 

 
Table 1. Data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表 1. 数据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 

 M SD 1 2 3 4 5 6 7 8 

年龄 2.763 1.289 1        

性别 1.590 0.492 0.116 1       

教育 1.910 0.793 −0.117 0.01 1      

AI 技术接受程度 5.358 1.039 0.049 0.016 0.02 1     

挑战感知 5.850 0.902 0.003 −0.04 −0.127 0.516** 1    

阻碍感知 4.423 1.408 0.001 0.016 −0.033 −0.132* −0.057 1   

工作繁荣感 5.877 0.801 −0.025 −0.068 −0.132* 0.540** 0.622** −0.097 1  

工作懈怠感 3.802 1.421 0.003 0.078 −0.053 −0.265** −0.184** 0.655** −0.352** 1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注：1) n = 224；2) *p < 0.05，**p < 0.01，***p 
< 0.001；3) 双侧检验，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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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层级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层级回归检验中介模型，层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方程 M2 与方程 M5 显示，AI 技术

接受程度对工作繁荣感的正向影响显著(β = 0.422, p < 0.001)，说明 AI 技术接受程度越高，员工的工作繁

荣越高；AI 技术接受程度对工作倦怠的负向影响显著(β = −0.363, p < 0.001)，说明 AI 技术接受程度越低，

工作倦怠越高。假设 1 和假设 2 得到验证。 
 

Table 2.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ediating role 
表 2. 中介作用的层次回归分析 

 M1 M2 M3  M4 M5 M6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    

年龄 −0.024 −0.038 −0.028 年龄 0.001 0.001 0 

性别 −0.079 −0.111 −0.08 性别 0.052 0.239 0.206 

教育 −0.161 −0.15 −0.087 教育 −0.054 −0.088 −0.053 

自变量    自变量    

AI 技术接受程度 0.452*** 0.422*** 0.242*** AI 技术接受程度 −0.179 −0.363*** −0.25***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    

挑战感知   0.396*** 挑战感知   0.635*** 

R 方 0.289 0.321 0.463 R 方 0.019 0.08 0.468 

∆R 方 0.276 0.309 0.451 ∆R 方 0.001 0.063 0.456 

F 值 22.204*** 25.924*** 37.631*** F 值 1.046 4.735** 38.35*** 

 
方程 M1 和方程 M4 结果见表 2，AI 技术接受程度对挑战感知的正向影响显著(β = 0.452, p < 0.001)，

但是对阻碍感知的负向影响不显著。方程 M3 和方程 M6 结果见表 2，将 AI 技术接受程度和挑战感知一

起进入方程，AI 技术接受程度仍然对工作繁荣感显著(β = 0.242, p < 0.001)，说明挑战感知部分中介 AI 技
术接受程度对工作繁荣感的影响。但是将 AI 技术接受程度和阻碍感知一起进入方程，AI 技术接受程度

对工作倦怠的负向影响显著(β = −0.25, p < 0.001)，阻碍感知对工作倦怠感的正向影响显著(β = 0.635, p < 
0.001)，说明阻碍感知部分总结 AI 技术接受程度对工作倦怠感的影响。假设 3 和假设 4 得到验证。至此，

本研究所有假设得到验证。 

5. 讨论与结论 

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是讨论在企业层面对于 AI 应用的影响因素[37]，对于员工层面上的影响研究

较少。但也有少数研究证明了在 AI 应用的场景下，将 AI 视为挑战压力源的员工相比于将 AI 视为阻碍

压力源的员工更具有创造力，能够产生更高的工作绩效[30] [32]。本研究揭示了 AI 技术接受度通过挑战

性压力(促进路径)与阻碍性压力(抑制路径)对员工心理状态产生的“双刃剑效应”，这一发现与两类经典

理论形成深度对话。首先，传统 TAM 强调技术有用性(Usefulness)与易用性(Ease of Use)对用户态度的直

接影响，研究结果见表 2，员工对 AI 的接受程度会通过压力评估框架转化为差异化行为反应。例如，当

员工感知 AI 为挑战性压力源时(如技能提升机会)，其工作繁荣感显著提升(β = 0.422, p < 0.001)；与 LePine
等人的“压力评估双路径”理论不同[38]，本研究发现 AI 接受度本身即构成压力评估的前置条件——高

接受度员工更倾向于将 AI 引发的变革视为挑战性机遇(如学习新技能)，而非威胁性阻碍(如失业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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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制造业员工与 AI 协作时表现出的技能适应热情[20]形成呼应。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发现了 AI
接受程度对于员工工作繁荣感和工作倦怠感的影响机制，并验证了挑战性压力与阻碍性压力的二元中介

作用，实证分析了 AI 技术接受程度对员工心理的影响和挑战型压力与阻碍性压力的中介作用机制。研究

发现：(1) AI 技术接受程度对于员工工作繁荣感有正向影响；但是 AI 技术接受程度对于员工工作倦怠感

负向影响程度较低；(2) AI 技术接受程度对员工挑战感知有正向影响，对于员工阻碍感知有负向影响；(3) 
AI 技术接受程度通过挑战感知的中介作用影响工作繁荣感；AI 技术接受程度通过阻碍感知的中介作用

影响工作倦怠感。 

5.1. 理论贡献 

首先，本研究构建的双刃剑模型是对以往技术应用对员工影响的相关研究的扩展和深化，首次验证

AI 接受度通过挑战–阻碍压力双路径影响员工心理状态的“非对称效应”，揭示了技术态度与压力认知

的交互机制。根据 Chang 等的研究，将 AI 视为工作场景中的压力源，并讨论这种压力源对员工工作的积

极影响和消极影响[30]。结果得出将人工智能视为挑战型压力的员工会产生更积极的工作效率，更具备创

新能力；而将 AI 视为阻碍型压力源的员工则会因为产生恐惧，不安等消极情绪进而导致绩效水平下降。

技术接受模型认为，使用意愿和使用能力共同决定了个体对于新技术应用的态度，当个人 AI 技术接受程

度越高时，对于 AI 的使用态度更为积极，进而在工作中能够体验到相应的积极情绪；相反，当 AI 技术

接受程度越低时，在工作中体验到更多的紧张，恐惧等消极情绪。 
其次，对于工作繁荣感和工作倦怠感，拓宽了在 AI 应用背景下，对员工两种不同心理的前因研究。

有研究证实了工作压力会影响员工的工作繁荣感[39]和工作倦怠感[40]，本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其影响机制

和边界条件，并获得了数据支持。 
再次，进一步地，以往研究揭示了挑战–阻碍压力对员工满意度，离职率的影响机制[41]，本研究证

实了挑战性压力对个体的工作态度和行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能够激发更加积极的工作态度和正面的

工作行为。然而，阻碍性压力则表现出相反的效果，它倾向于对个体产生负面影响，抑制积极的工作态

度和行为。在以往的研究中，万金等发现挑战性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员工的工作繁荣感[39]。并且

本研究发现，将 AI 视为挑战压力源的员工更容易在工作中感知到活力与成长，而将 AI 视为阻碍压力源

的员工则更容易感知到消极，抗拒协作等负面心理。这说明，压力存在其二元属性，是根据个体特征产

生不同的影响，再次验证了压力源的二元结构，并拓展了挑战–阻碍压力的结果变量范围。 
最后，本研究基于压力感知的视角探讨 AI 协作对于员工工作繁荣感和工作倦怠感的影响，为工作压

力的研究引入了新的变量，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构建了 AI 技术接受程度，挑战–阻碍性压力感知，工

作繁荣感和工作倦怠感的变量关系模型，在理论上丰富了研究内容和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结果发现 AI
技术接受程度正向影响工作繁荣感，挑战感知起到了中介作用；AI 技术接受程度负向影响工作倦怠感，

阻碍感知起到了中介作用，这拓宽了员工心理感知的作用边界。挑战–阻碍性压力的中介效应得到证实，

丰富了工作压力的的理论研究。 

5.2. 管理启示 

本研究结果对 AI 应用背景下对员工管理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AI 技术接受程度对员工工作繁荣感的正面影响要远高于对员工工作倦怠感的影响，当员工 AI

技术接受程度较高时，员工在与 AI 进行协作时更能感受到活力，进而提高员工在工作中的积极表现，提

高生产效率，促进创新水平提高等，避免因为员工对 AI 产生消极情绪，进而产生离职率上升等负面影响

[42]。因此，企业应重视并加大对员工关于 AI 技术的培训力度，不仅要教授技术知识，更要增强员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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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技术的正面认知与接受度。通过案例分享、工作坊和实战演练等形式，让员工亲身体验 AI 如何优化

工作流程、提升工作效率，从而激发其内在动力，促进对 AI 技术的积极拥抱。在引入 AI 技术时，企业

应确保技术应用的设计以人为本，关注员工的需求与体验。通过调研了解员工对 AI 技术的期待与顾虑，

调整技术应用策略，使其既能发挥技术优势，又能保护员工免受不必要的压力与负担，营造一种支持性

与包容性的工作环境。 
最后，挑战性压力正向影响员工的工作繁荣感，阻碍感知正向影响员工的工作倦怠感。管理者需要

关注员工对 AI 技术的挑战感知和阻碍感知。挑战感知可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阻碍感知则可

能导致工作倦怠。因此，组织应努力减少阻碍感知，如通过优化 AI 系统的用户界面、提供及时的技术支

持等，来降低员工在使用 AI 技术时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感。同时，适当设置挑战目标，鼓励员工探索 AI
技术的潜力，以激发其工作热情和创新能力。基于上述两个方面，本文对未来员工-AI 协作提供了三重平

衡策略： 
(1) 认知干预策略：通过透明沟通(如明确AI辅助角色)与案例示范(如展示AI如何替代重复性任务)，

引导员工将 AI 视为能力拓展工具而非替代威胁。 
(2) 资源补偿机制：建立 AI 专项支持团队，为高接受度员工提供算力、数据与时间资源，避免“积

极性惩罚”(即越积极承担 AI 任务者越易过劳)。 
(3) 差异化培训设计：根据压力评估类型定制培训内容——对挑战感知型员工提供 AI 高阶技能培训

(如机器学习模型调优)，对阻碍感知型员工则侧重职业安全感构建(如人机协作岗位再设计案例)。 

5.3. 研究不足 

首先，当前的情绪测量手段忽视了与技术压力相关的员工日常情绪波动所具有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这一局限性可能会阻碍我们全面理解技术压力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影响员工情绪。因此，未来有必要开展

与技术压力相关的纵向日常调查，以评估其对员工情绪产生的不断变化的影响。 
最后，本研究仅探究了压力感知的个体层面边界条件。未来的研究将进一步识别其他背景层面的边

界因素，如数字领导力和创新氛围，以深化我们对人工智能采纳意图的理解。基于以往的研究，学者 Wang
实证了学历与年龄对于员工使用 AI 能力的正向影响关系[43]，本研究并未发现学历与年龄的对员工 AI
接受度和员工心理的显著关系，以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研究该条件下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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